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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論

    臺灣近幾年來，因爲販賣及食用虎骨、犀牛角；而遭受國際保育團體一致的譴責及美國的經濟制裁；在這緊要的關頭，國人的生態環境意識似乎急速高漲。重視本位化（本土化）的中國教會深深感受到這是基督徒反省生態環境問題的大好機會。因此，今日身爲中國基督徒的我們不禁要問：

    到底中國傳統裏有沒有生態環境的思想呢？從中國生態觀的角度看，我們要如何對待大自然呢？究竟人可不可以取用植物或殺生？若可以，能取用到什麽程度？希望本文對於這些問題的探索，甚至個人靈修有所助益。

中國古代表達生態觀的用字，原是用「土」字；到了春秋時代以後才逐漸被「地」字所取代，且生態觀的主要思想以「天地」連用或並舉來表達；戰國時代以後就幾乎都改用「地」或「天地」來表達了。中國生態觀裏「天地」一詞，和歐美所謂的環境、大自然、自然界等詞十分接近（1）。以下我們選出五個中國生態觀裏的基本課題，稍加說明。

一、中國生態觀的哲學基礎

中國生態觀有三種主要的主張，分別以道、或上帝、或等同於理的上帝爲哲學基礎。

（一）道

    道家的始祖老子開始主張道是天地萬物的根源，道是整個生態的始源和母親，他說：「道……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老子1》）所以，我們可以說，老子開了環境哲學的先河。

接著，莊子把他的思想加以發揮（2）；日後受道家影響的中國哲人，所提出的生態觀常以道爲哲學根基。如，周敦頤又把太極看成道，程顥和陸象山把理看成道，到了王陽明時；乾脆把道稱爲理，這些人不管用什麽名詞來稱呼「道」，顯然都是同一型態，都以道爲自然生態的哲學基礎。

（二）上帝

    中國古代思想中普遍以上帝爲大地的最後基礎，從詩經、書經開始就把上帝當作大地的根源和管理者。

    1. 上天是大地的照管者：
    上帝的概念和信仰在中國起源很早，商代的甲骨文裏已一再提及上帝管理自然現象。詩經的「明明上天，照臨下土」，就是把上天（上帝）與下地（下土）對舉，顯然把上天當作大自然的照管者；書經、墨子也有類似的記載。

    2. 上天是大地的最後根源：
上述古代文獻（詩、書等）論及大地的管理者是上帝時都清楚而分明地指出，但在表示上天是自然生態的根源時卻常是隱含地表達而已。也許由於這原因，後來哲人談到天地時，幾乎都不明說大自然的最後基礎就是上天；歷代哲人之中，只有陸象山是例外，他說「此理本天（上帝）之所以我者」，又說「此理塞宇宙」，很明顯地把上天看作自然生態的最後基礎（3）。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出這立場受儒家的影響比較大，但並沒有排除道家的看法；換句話說，以上帝爲最後哲學基礎的哲人（如，象山），也可把「道」視爲哲學基礎。

（三）上帝=理

    至於有些哲人（張載、程頤、朱熹）受儒道兩家的影響，而將上帝與理等同，看成最後的哲學基礎。朱熹就是典型代表，他雖以正統儒者自居，卻說：「帝是理爲主」，不但沒有給予上帝一個明確的定位，又有以「理」取代上帝的傾向，大概受到道家思想影響吧。

綜合上述三種主張，可看出：同時主張道（或太極，或理）和上帝的說法，比較合乎西方傳統的哲學（形上學）和我們的基督信仰。在這課題裏，最重要的是我們可以看出：中國的生態觀是有哲學基礎的，基本上都以道或理爲基礎；雖然許多哲人不敢清楚指出上天、上帝是最後的基礎，但大多仍隱含地（如，上帝=理）以上帝爲根源。

二、大自然的地位與三種立場

古來中國哲人對於人與大自然（或天地）的地位孰高孰低，約有三種主要的立場：

（一）大自然高於人（大自然＞人）

中國哲人裏，老子最先主張大自然（天地）的地位高於人，比人優越，所以，他認爲人應該效法大自然（天地），他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漢代的《淮南子》也主張人應以大自。然（天地）爲父母，認爲大自然的地位在人之上。

    （二）大自然等於人（大自然=人）

    道家莊子講「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爲一」，是第一位把大自然（天地萬物）看成與人平等的中國哲人，這種澈底的平等觀，也影響了近代西方的深層生態學。

受道家影響的儒家哲人，和莊子一樣也宣稱人和大自然（把天地視爲一單位）的地位相等；《易傳》的三才，董仲舒和程顥都認爲天地人三者的地位相等，與道家所不同的是：他們仍然保持儒家的傳統，仍然認爲人的地位高於萬物，是天下最尊貴的。陸象山在這方面是典型的代表，他說：「……人生天地之間，靈於萬物，與天地並而爲三極。」

（三）大自然低於人（大自然＜人）

    儒家荀子（在其他方面受道家影響）講「用天制天」，認爲人應利用管理大自然，言下之意，大自然的地位低於人；又因水火草木禽獸最多只有氣、生命、知覺，而人不但有這些，還有獨特的禮「義」，所以，人是天下最尊貴的。＜中庸＞講率性、盡性、贊天地之化育，意思是說，依順有仁心的人性而使這天賦人性實現的人，就「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協助上天管理大自然。雖然＜中庸＞是已受道家影響的儒家思想，在這方面，可以說是很典型的儒家觀點，意即仍隱含地堅持大自然低於人的儒家本色；後來朱熹也持類似的見解。這種大自然低於人的儒家立場，不但在日後的中國思想界成爲主流；就是今天在西方環境倫理學佔優勢的也是這種立場，即「人爲主」的立場。

由以上三種立場可知，古來哲人對「人與大自然地位」的高低看法不一。在當代環境思潮裏，人類對老子那種大自然高於人的說法無法理解；莊子那種大自然與人平等的主張，是有點道理，但是仍有些難題無法解答；而荀子那種大自然低於人的態度，在西方已經出現了副作用。看來就大自然地位而言，如何平衡道家莊子與儒家荀子兩大哲人的主張，才是今日中國人（尤其是中國基督徒）應走的正確路線。

三、生態（環境）倫理的重視

    古代中國沒有今天這麽多的環境問題，但哲人已注意到對待環境的態度，他們所提出的生態倫理可以用下列三點來說明：蔔源野和野生動積物的節制與保護

    1．取用野生的動植物時應有節制：

    中國古代甲骨文裏，仍沒有節制獵殺野生動物的記載；到了舂秋時代，孔子提出的「釣而不綱，弋而不射宿］（《論語·述而》）生態倫理，可以說是我國首位提倡節制獵殺野生動物的環保哲人；孟子根據「仁民而愛物］思想，除了家孔子一般主張捕食動物（魚類）要節制之外，又把這種保護動物的概念延伸到植物界，他說：「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稍後的苟子進一步提出「知其所爲，知其所不爲」（要知道取用動植物的限制）及「其生不傷」（要儘量不傷害生命）的兩個節制原則，以規範人類取用好生動植物的行爲；《禮記》甚至認爲看似一無所用的昆蟲，也應受到保護，因此說：「昆蟲未贄，不以火田」。不過，這些文獻主要的目的，似乎仍在於經濟價值。

    2. 原野與野生動物的保護（含放生）：

莊子根據自然無爲的思想，主張應按照野生動物的自然天性飼養他們，野生動物（如，雉雞。在自然的「原野」裏，雖然覓食了一分辛苦，卻很自由逍遙；反過來說，把它關在籠子裏，就算有美食，卻覺得不舒服不愉快。所以，能以「順物自然」的生態原則保護原野，進而保護野生動物的方式，莊子書裏稱爲「鳥養養鳥」。這種生態倫理有助於日後中國人接受佛教的放生觀。

佛教徒都要受五戒，五戒以不殺生爲主；而中國佛教徒除了不殺生之外，特別重視放生，是受到《梵網經菩薩戒本》的影響，這文獻裏四十八輕戒的最後第二十戒認爲放生是孝順的表現，說道：「故六道衆生，皆是我父母」。戒殺是十重戒的第一戒，食肉戒是四十八輕戒的第三戒，放生是四十八輕戒的第二十戒。從朝廷曾頒佈齋月及每月的六齋日，設立放生池，民間也成立放生會等（4），可以看出：中國佛教的戒殺放生觀對古代社會産生了實際的影響。此放生觀與莊子的順物自然觀、重孝的中華文化結合以後，在中國形成保護野生動物的一股力量。可是，從1994年中秋節北市國賓飯店以燕窩製成月餅，而這十五個環保團體聯合抗議的事件（見自由時報，83．9．19）可知，國人生態觀與佛教的放生觀仍有一大段距離。

（二）生態律則的依順

 中國古代哲人，不論是儒家或道家，都非常重視大自然（天地）的生態律則，要人依順大自然裏的自然律或生態律則，就是要我們法天或依順自然。
   1．自然生態律則：

    中國哲人常提的自然生態律則有迴圈律、迴圈律、均衡律、健行律、化生律四種。

    （1）迴圈律：老子觀察大自然反復迴圈的現象，發覺萬物終將回歸根源，他說：「夫物蕓蕓，各複歸其根。」（《老子16》）易經的複卦的「複」就是迴圈律之意。

（2）均衡律：老子的「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老子77》），就是指生態的均衡律，大自然中過剩的生物，自然會被削減，以恢復大自然原有的平衡狀態。

   （3）健行律：道家老子形容大自然就像鼓風機，越是運轉風就越強勁；儒家《易傳》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及恒卦的「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都是要表達大自然律則是健行不息的；＜中庸26＞說：「天地之道……其爲物不貳」也是指大自然律則是至誠不息的。

    （4）化生律：荀子以「天地合而萬物生」說明萬物是天地相合所化生的；《易傳》的「天地之大德日生」也認爲天地最大的德性就是化生萬物，＜中庸26＞的「天地之道……則其生物不測。」意思是說化生萬物的奧秘是大自然的規律；清朝的戴東原仍然承襲這種生生不息的化生律思想。

    2．法天與順物自然：

    《詩經》的「天生無民，有物有則」及《左傳》的「因地之性」，最先指出人須依循大自然中的自然律；道家老子的「人法地，地法天……」和莊子的「順物自然」都在提醒我們要以無爲的方式依順大自然本來的自然狀態、自然律則，而不以人爲的方式去干擾大自然本身的自然生態律則。

    綜觀生態律則的依順方面，大體上道家的見解很精深。但是問題在於：道家要人無爲地順物自然，不能以人爲干預自然，那窨干預到什麽程度才算無爲呢？若要人絕對無爲、絕對依順、完全不干預自然，不是連五穀果菜也不能吃了嗎？針對這一點，美國當代環境哲人羅斯頓（H．Ｒolston,III）說得好，他認爲人不可能絕對地依順生態律則，至多只能相對地依順生態律則；當我們依順整個生態律則時，相對地也要兼顧人類利益（5）。換句話說，人類爲了生存的需要，可以適度地有節制地取用野生動植物，而這正是儒家的一向主張，從這觀點看，佛教的放生觀也是相對的放生觀而已。由此可見，中國生態觀裏的法天和“順物自然”思想，儒家和道家是互補不足的，不是彼此衝突的，目前我們所需要的是在兩家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

（三）與大自然爲一體的境界

假如我們具備了上述生態倫理的修養及態度，就能與大自然（含自然生態律則）相契合，而達到《易傳·乾文言》所說的“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那種與天地萬物爲一體的最高屢次。爲達致這種生態倫理的最高層次，古來中國哲人還提出了許多的進路，由於這方面在中國是那麽的重要，下一課題將再詳談。

四、與天地萬物爲一體的進路（論證）

中國的生態觀裏，與天地萬物爲一體的生態倫理極致，一向是哲人共同關懷的領域。因而所提出的進路（或論證）爲數十分可觀，主要的進路約有八種。

（一）道（或理）的進路

上文論及“道”是生態的哲學基礎，在中國哲人的生態觀裏，“道”也是與天地萬物爲一體的進路（或論證）。老子是提出這進路的先驅，他根據大自然和人都須效法“道”的思想，說，“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甯……侯王（人）得以爲天下貞”（《老子39》）既然天地人物都得到同一個道；那麽，透過這唯一的道，天地人物也都成爲一體了，莊子的“道通爲一”就表達了這思想，日後程顥的道（或理），和朱熹的“理一而殊”等等要表明的都是同一個進路。

（二）生的進路

在中國哲人生態觀的脈絡裏，莊子是第一位認真的討論氣的哲人，他講“天地之一氣”，認爲大自然裏有一種共同的氣存在，又講“通天下一氣”認爲透過這天地宇宙的氣，人能與大自然相通而成爲一體。《淮南子》就清楚說明了莊子的洞識。“天地無事，一人之身也……古之人，同氣于天地”程頤講人身的“真元之實”和王陽明講人吃植物爲何可變成人身的一部分？或爲何礦石可以治病，都因爲有一個相同的氣才可能相通，如此間接闡明了“氣的進路”。這種共同的氣與基督徒信仰裏的聖神有何關連。實在什得我們繼續追問。

（三）人性進路

《中庸》特別從性、中、誠三個人性角度，分別提出三條殊途同歸的進路。以“性”字指人性（人的本質本性），“中”字指地人性的靜態，“誠”字指人性的動態。由至誠而盡性，就可參贊天地的化育；誠既是樞紐，人如果能“致中和”，意含著人類可以透過人性（性，中，誠）的發展與實現，而達到與天地萬物一體的層次。

（四）生物（化生萬物）進路

老子最先提出道是大自然（天地萬物）的母親，《易傳·系亂》說天地最大的德性是化生萬物，《說卦》更把天地看成化生萬物的父母，漢朝《淮南子》開始在與天地萬物一體的脈絡裏，談到“以天爲父，以地爲母”，宋朝張載再次把天地（乾坤）稱爲父母；程頤和朱子根據《易傳》思想認爲“天地以生物爲心中，並這稱人類和不禽獸所得的心都是天地生物之心。可見中國生物裏，爲大自然視爲天父或地母，是要說明大自然化生萬物的事實，總之，透過大自然這種”“生物”關係裏，人和大自然爲本體。甚至連西漢董仲舒說：“天（大自然）亦人之曾祖父”是要以祖孫關係形容人與大自然的類比關係，最終目的也是要闡釋生物關系和萬物的一體性。

（五）同數進路

董仲舒的天人感應說，認爲天（大自然、宇宙）人相符合，人是大自然的縮影，因此，他從天人數位相同（同數）的論點說天人互相感應，例如他說，人的四肢與天的四季相符合，人的五臟與天的五行相符合，人身的366節和一年的總日數366日相符合，他把這種進路稱爲「人副天數」。奇怪的是，這進路雖無客觀的論據，在中國社會裏竟然流傳到今天仍未絕迹，這一點實在值得我們進一步去探索。

（六）同類進路                                           

《呂氏春秋》在《易傳》的「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加上「同類」概念，而提出「天地萬物，一人之身」的萬物一體生態觀，說：「類同相召，氣同則合，聲比則應」；對董仲舒而言，這種同類進路劣於他所強調的同數進路，董氏說：「不可數，副類」；宋代的張載在以天地爲父母的脈絡中，提到「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認爲萬物都和人同類，應以同類之道來對待萬物，因而把這同類進路擴大、延伸到一切宇宙萬物上。其實，這進路比同數進路更有理論根據，只是仍然有些牽強。  

（七）仁的進路

    孔子所謂的「知者樂水；仁者樂山」，已隱含仁者能與大自然山水合一的思想；而孟子的「與天地同流」及「仁民而愛物」思想，又更進一步爲「仁的進路」鋪路。

程顥認爲要先體驗到仁的仁者，才可以與大自然爲一體，他說：「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明顯且正式地把仁和一體兩概念連在一起，爲仁的進路開啓了新紀元；朱子也承襲這一進路；王陽明講「一體之仁」，認爲這種仁是天賦在人性中的一部分，壞人也有這種仁；他又舉例說，人對幼童落井、鳥獸哀嗚、草木摧折、瓦石破損，就産生憐惜之心，論證這心來自一體之仁。總之，仁的進路深具說服力，不容忽視。

附帶說明的是，中國生態觀裏，有些哲學家（如董仲舒、熊十力）聲稱天地本身也有仁德或仁心，因而推論出人和大自然成爲一體。這種論調實際上有困難，項退結教授指出，問題在於大自然是否有足夠的高度意識可與人溝通呢（7）？再者，從倫理學角度看，大自然有自由意志嗎？不然怎麽會有道德。

（八）道德實踐進路

    孟子以爲有仁德的君子就能與天地同流，不但會以仁待人，還會擴大到愛惜大自然裏的萬物，所以他說：「仁民而愛物」。莊子相信透過心齋、坐忘等這些修養工夫，就能成爲真人、聖人，而與天地萬物成爲一體（8）。＜中庸＞大力推薦透過至誠而盡性的道德實踐工夫，就可以進入參贊天地化育的一體層面。

    這道德實踐進路就是中國哲人（尤指儒道兩家）最關懷的內聖、修養工夫，他們幾乎都一致認爲：人類可以透過依順人性（天然本性、天性）的修養實踐，而達到與大自然爲一體的領域。今天我們也許會問：一個人藉著修德的實踐工夫成了仁人以後，真的能體驗到人與大自然合一的境界？事實上對於主體的體證，我們不可說絕對不可能；中國從古到今有這麽多的聖賢哲人，都公開承認自己透過行仁。心齋、盡性、誠敬（程顥）、存養本心（陸象山）、致良知（王陽明）等實踐工夫，已經體驗到天地人物一體，人和大自然已渾然爲一而不分彼此了。所以，這一實踐進路的真實性，值得我們的重視。

綜合來看人與大自然一體這方面，我們所選列的八種主要進路，除了同數和同類進路比較難以接受外，其他六個進路都是可取的。筆者認爲在提倡環保的今日，我們每人可因自己的個別差異，而選取適合自己靈修（或修身養性）的進路。

五、末世性樂土（理想生態國）的渴盼

   儒家經典《詩經·碩鼠》所說的「樂土」和「樂國」，所渴盼的是一種既安樂又正義的理想國度，這種儒家型樂土概念可說是理想國的先聲。道家鼻祖老子心目中的「小國寡民」，是個既無爲又涎欲的理想國；莊子所描繪的「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是個無欲無求、自由逍遙的理想國；《淮南子》的 「無極之野」，魏晉時期阮籍的「天地之外」和陶淵明的世外桃花源，都是脫胎於老莊那種重視大自然、偏重出世進路的理想國。儒家《禮記·禮運》的「大同」觀，描寫的是一種注重人際關係、強調入世進路的理想國。孫中山先生重新提出的「大同世界」概念，到現在仍然是國人鍥而不捨的理想國。

從儒道兩家有關理想生態國的文獻，我們可以讀出，中國人渴盼著另一塊理想的、末世性（eschatological）的樂土、淨土、新天新地的心聲；在這裏，我們再次看到道家型理想國對自然生態的高度關懷，和儒家型對人際倫理的關懷；如果，我們能除去儒道之短，而擷取儒道之長，或許就能爲國人勾勒出：一個更富有宗教幅度（末世性）、更平衡、更理想的生態國。

結語

    由以上的說明，我們可以看出：（1）中國哲人思想裏雖沒今日西方那種既純粹、又系統的主態觀，但可以肯定的是，整體來說，中國的生態觀是有哲學基礎的；都以道或理爲基礎，或隱或顯地以上帝爲最後的基礎。（2）雖然中國哲學家對「人與大自然地位」的高低看法不一，但沒有任何一家是毫無瑕疵的，今日我們必須在儒（荀）道（莊）兩立場之間找出平衡點。（3）道家的順物自然，和儒家的參贊天地化育、「知其所不爲」節制原則是相輔相成的，不是彼此對立的；不管儒家或道家的生態觀都是有所長有所短的。（4）雖然與大自然合一的進路很多，但不論是儒家或道家提供的，同樣都能引導人臻於生態倫理的極致—一與天地萬物爲一體，可說是殊途同歸。（5）中國生態觀裏對末世性理想國的渴盼，具有深遠的宗教意義。

    總的來說，中國思想裏的生態觀，確實蘊含著環境哲學的思想。一方面，這種生態觀雖不是完美無缺的，但其中許多洞識卻可提供正在建構環境哲學的西方另一種觀點；另一方面，中國傳統的生態觀雖然未能阻止古人濫墾或濫砍樹木以致破壞了自然生態，但其中所含的啓發性見解，的確可作爲明日穩健而平衡的中國生態觀的基石和根源（10）。此外，中國生態觀裏有關人與大自然合一的種種進路，實在有助於環境倫理的提升、環境意識的覺醒，值得大家（尤其是基督徒）珍視與發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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